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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唐以降至北宋，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进入向后期发展的过渡和转折时期，至北宋时期基本定型，

社会呈现出新面貌。这一时期，也是中国传统经学与儒学发展的过渡和转折时期，硕学鸿儒们为了扭

转社会风气和学术走向，突破原有思想和解经方法的束缚，大胆怀疑经典，改易经传，通过“重为注解”

儒家经典，为儒学复兴和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建构铺路、奠基。《论语》作为研究孔子和原儒

思想最直接、最可靠的文本，得到唐宋诸儒的一致推重。在时代变迁和学术转型的洪流中，富有使命

意识和担当精神的学者们革新《论语》诠释方法，以冀“括《五经》之英华，使夫子微言不绝”[1]。他们对

《论语》版本传抄和文字正误等问题提出质疑，并进行相应的勘校和修改，同时又表现出强烈的尊孔崇

《论》倾向。站在历史的横断面上考察，怀疑和尊崇恰是同一问题的两个向度，其实并不矛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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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安史之乱为标志，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进入向后期发展的过渡和转折时期。此时，儒学受到释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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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想的冲击独尊地位丧失，以《五经正义》为代表的官方经学株守师说，无所创新，严重禁锢了学术思

想的发展，既难以使盛唐气象常在，又无力解释和消弭新的社会矛盾，不能为转型期社会提供强有力

的思想理论与动力支撑，复儒学之独尊、济风俗之衰微便成为中唐后儒学发展的时代使命。为此，众

多新型学者们摒弃汉唐注疏之学，将目光聚焦儒家义理，企求变风济俗，振衰图治。对《论语》的怀疑

肇始于这一时期，《新唐书》载啖助语：“《论语》孔子所引，率前世人老彭、伯夷等，类非同时；而言‘左丘

明耻之，丘亦耻之’。丘明者，盖如史佚、迟任者。”[1]踵其后的唐代学者们几乎均有所贡献。

许勃《论语笔解序》：“噫，齐鲁之门人所记善言既有同异，汉魏学者注集繁阔，罕造其精。今观韩

李二学，勤拳渊微，可谓窥圣人之堂奥矣，岂章句之技所可究极其旨哉！”[2]韩愈和李翱既是中唐时儒学

复兴运动的理论先锋，也是实践大家。二人合撰的《论语笔解》不仅诠释方法与“章句之技”殊异，释

《论》理路也有很大区隔。如《雍也》篇“人之生也直，罔之生也幸而免”，韩愈认为“‘直’当为‘德’字之

误也，言人生禀天地大徳”[3]。以“直”为“德”实际上是对《论语》经文的疑改，当然也有对经文本身合理

性的质疑。再如《为政》解“五十而知天命”，韩愈曰：“天命深微至赜，非原始要终一端而已。仲尼五十

学《易》，穷理尽性，以至于命，故曰知天命。”[4]李翱的说解更为具体，其云：“天命之谓性，《易》者，理性

之书也。先儒失其传，惟孟轲得仲尼之蕴，故《尽心》章云‘尽其心所以知性，修性所以知天’，此天命极

至之说，诸子罕造其微。”[5]援引具有神秘性和更具思辨色彩的《易》学理论，从性理角度诠释，韩、李为

首创，也开了宋儒道德性命论之先河。显然，《论语笔解》释《论》，从方法到思想都具有开创性，属于

《论语》宋学之滥觞。梁启超言：韩愈治经“见解高超处”就在于“他离开旧时的训诂方法，想于诸经之

中，另得义理”，其主张和注经方法“对于宋学都有很大的影响”[6]。在《五经正义》解经思想和方法一统

的学术境遇下，《论语笔解》的质疑无疑具有批判意识，体现出校勘和修正精神，为宋人从义理向度追

寻圣道提供了借鉴。

与韩愈同时期的柳宗元，也是唐代后期儒学新风的代表人物。其《论语辨》上、下篇，以为：“孔子

弟子，曾参最少，少孔子四十六岁。曾子老而死。是书记曾子之死，则去孔子也远矣。曾子之死，孔子

弟子略无存者矣。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。何哉？且是书载弟子必以字，独曾子、有子不然。由是言

之，弟子之号之也。”[7]柳氏之论，属于文献考辨基础上的实证行为，既有汉儒之风，又有怀疑精神，后被

宋代理学家继承。

五代十国时期，主流经学风气处于将变未变之际，官方努力维持着旧有经学典范，科举考试仍然

沿袭唐代制度，背诵经文和注疏的能力依旧是当时考试的唯一重心。不过，亦有学者求新求变，对新

学风的发展有相当贡献[8]。吴越国子博士丘光庭《兼明书·论语》多有对孔安国、皇侃等人疏解的不

满。举一例以明。《学而》篇“其为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，鲜矣”，丘氏解曰：“皇侃曰：‘犯上，谓犯颜而

谏，言孝悌之人必不犯颜而谏。’明曰：‘犯上，谓干犯君上之法令也。’言：人事父母，能孝；事长兄，能

悌。即事君上，能尊法令，必不干犯于君上也。既不犯上，必无作乱之心，故下文云‘而好作乱者，未之

有也。’”[9]如此，无疑是新学风持续发展的明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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页。

[6]梁启超：《儒家哲学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，第67页。

[7]柳宗元：《柳宗元集》，﹝北京﹞中华书局2000年版，第110页。

[8]冯晓庭：《宋人刘敞的经学述论》，台湾东吴大学2000年博士学位论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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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维护中央集权，统一思想认识，北宋初年官方经学仍然持守汉唐注疏之学。但是绍接唐代经

师，民间宋学新风涌动，并渐成风气，浩荡延绵至南宋，最终完成了儒学的复兴和新思想的建构。这一

时期，对旧有经传的怀疑改易参与人数多，影响程度深，范围波及广。《论语》也不例外。

咸平年间邢昺等奉召校定的《论语注疏》，虽属《论语》汉唐注疏系统，但其中亦见对《论语》经义的

变通性疏解。《卫灵公》篇“子曰：‘君子谋道不谋食。耕也，馁在其中矣；学也，禄在其中矣。君子忧道

不忧贫。’”，邢疏曰：“馁，饿也。言人虽念耕而不学，则无知岁有凶荒，故饥饿。学则得禄，虽不耕而不

馁。是以君子但忧道德不成，不忧贫乏也。然耕也᱐耕也᱐耕也᱐耕也᱐耕也᱐耕也᱐耕也᱐耕也᱐耕也᱐

，
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完႓᫝䷻㐢ᐣ与㐊完႓᫝䷻㐢ᐣ与㐊完႓᫝䷻㐢ᐣ与㐊完႓᫝䷻㐢ᐣ与㐊完႓᫝䷻㐢ᐣ与㐊完႓᫝䷻㐢ᐣ与㐊完႓᫝䷻㐢ᐣ与㐊完႓᫝䷻㐢ᐣ与㐊完႓᫝䷻㐢ᐣ与㐊完႓᫝䷻㐢ᐣ与㐊完႓᫝䷻㐢ᐣ与㐊完႓᫝䷻㐢ᐣ与㐊完႓᫝䷻㐢ᐣ与㐊完႓᫝䷻㐢ᐣ与㐊完႓᫝䷻㐢ᐣ与㐊完႓᫝䷻㐢ᐣ与㐊完႓᫝䷻㐢ᐣ与㐊完႓᫝䷻㐢ᐣ与㐊完႓᫝䷻㐢ᐣ与㐊完႓᫝䷻㐢ᐣ与㐊完႓᫝䷻㐢ᐣ与㐊完႓᫝䷻㐢ᐣ与㐊完႓᫝䷻㐢ᐣ与㐊完႓᫝䷻㐢ᐣ与㐊完႓᫝䷻㐢ᐣ与㐊完႓᫝䷻㐢ᐣ与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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绝乱，有不可知者。如周八士，周公语鲁公，邦君夫人之称，非独载孔子与弟子之言行也。”[1]朱熹曾云：

“苏氏疑此章有颠倒失次者，恐惑有之。”[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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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多能也。’”陈祥道解曰：“道徳者，本也；艺能者，末也。有其本而辅之以末，则不害为君子。若事其

末而忘其本，则不免众人。周公之多才多艺与孔子之多能，则多能亦圣人之所不废，而非其所先也。

圣人之于天，能圆、能方、能短、能长。流之斯为川，塞之斯为渊，升则云，潜则渊，仁者见之谓仁，智者

见之谓智，太宰见之谓多能，不亦宜乎！”[1]此为宋儒对待孔子和《论语》的一致态度。

程颐对《论语》和孔子的推重无以复加，认为“《论语》为书，传道立言，深得圣人之学”[2]，解“仰之弥

高，钻之弥坚”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，曰：“‘仰之弥高’，见其高而未能至也。‘钻之弥坚’，测其坚而未能达

也。此颜子知圣人之学而善形容者也。”[3]朱熹曾说：“国初人便已崇礼义，尊经术，欲复二帝三代，已自

胜如唐人，但说未透在。直至二程出，此理始说得透。”[4]道出宋儒普遍的学术宗尚与现实追求。

中唐以降至北宋时期，释《论》流派不一，既有汉学系统的集成之作，也有古文家之言，更有苏氏蜀

学、荆公新学和程门理学之解。


